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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世纪的族群政治：议题、理论与制度
①

包刚升
内容提要　 族群政治是最近３０年比较政治学增长最快的研究领域之一。国际学术

界关于族群政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族群冲突为何发生以及如何避免族群冲突。此外，族
群政治与国家构建、族群冲突与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也是重要研究议题。解释民族冲突
有三种主要的理论路径：原生论、工具论与建构论，主要解释变量包括族群结构、安全困
境、群体竞争、民主转型与政治动员、国家能力、文明冲突等。从政治制度上说，威权政体
的衰落会导致统治能力的弱化，容易激发族群冲突；新兴民主政体会强化族群集团的政治
动员和政治竞争，亦容易激发族群冲突；成熟民主政体则是借助和平解决政治分歧的机
制，通常能够有效控制族群冲突。就具体制度设计而言，共识民主理论与政治整合理论长
期以来一直在争论如何在民主政体条件下避免或缓解族群冲突。总之，族群政治研究不
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能够为中国外交与国内族群政策提供有益的战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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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政治与族群冲突如今已成为国际上比较政治学的热点问题，也是最近３０年比较政治学增
长最快的研究领域之一。１９８５年，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学者唐纳德·霍洛维茨（Ｄｏｎａｌｄ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
出版其大部头学术专著《冲突中的族群》时，族群政治与族群冲突还是比较政治的新鲜领域。① 霍
洛维茨当时甚至这样说道：“直到最近，社会科学在族群冲突领域依然毫无进展。”但如今，不仅霍
洛维茨凭借其出色的族群政治研究已经成为著名学者，而且这一领域也实现了突飞猛进。过去３０
多年间，族群政治研究领域已涌现出数以百计的学术专著和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

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国际上族群政治的研究专著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
来。② 这些专著中既有关于族群政治和族群冲突的一般理论研究，比如霍洛维茨的后续著作《致命
的族群冲突》、迈克尔·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的《民主的阴暗面：解释族群清洗》、莫妮卡·托夫特
（Ｍｏｎｉｃａ Ｄｕｆｆｙ Ｔｏｆｔ）的《族群暴力的地理学》、杰克·斯奈德（Ｊａｃｋ Ｓｎｙｄｅｒ）的《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
和民族主义冲突》等；又有聚焦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案例研究与区域研究，比如斯蒂文·威尔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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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ｖｅｎ Ｉ．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的《投票与暴力：印度的选举竞争与族群骚乱》、金斯利·莫格鲁（Ｋｉｎｇｓｌｅｙ
Ｍｏｇｈａｌｕ）的《卢旺达大屠杀：全球正义的政治》、丹尼尔·波斯纳（Ｄａｎｉｅｌ Ｎ． Ｐｏｓｎｅｒ）的《非洲的制度
与族群政治》，等等。鉴于族群冲突在整个比较政治研究中的突出地位，知名出版机构罗特里奇还
发起编写《族群冲突手册》，足见这一研究议题的重要性。①

除此以外，国际上政治科学与比较政治的一流学术期刊也把族群政治和族群冲突作为一个重
要的领域来对待。最近几年，包括《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杂志》、《政治杂志》、《世界
政治》、《比较政治》、《比较政治研究》、《民主杂志》在内的一流期刊会频繁刊发跟族群政治、族群
冲突有关的学术论文。此外，欧美学界还崛起了几种有影响力的聚焦于族群冲突和民族主义研究
的学术期刊，特别是《民族与民族主义》、《和平研究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和《冲突解决
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等。所以，无论从学术专著的数量来看，还是从学术期刊的论
文数量来看，族群政治与族群冲突都已成为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为什么最近３０年以来，族群政治与族群冲突会成为一个热门领域呢？一个主要原因是，随着
冷战的消退和苏联的解体，随着亚洲、非洲、东欧和拉丁美洲地区民主化的推进，族群政治问题日益
凸显，族群冲突已然成为全球范围内国内政治冲突的主要形式。② 尽管国际社会科学界对族群政
治和族群冲突的研究如火如荼，但目前国内学界对社会科学或比较政治视角的族群政治研究并未
引起足够重视。相反，国内的族群政治研究，主流是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的视角，或者是基于这
些理论视角的具体政策研究。当然，对族群政治的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我
们不应该忽视族群政治的社会科学或比较政治研究。特别是，考虑到最近２０、３０年这一理论领域
已经涌现出大量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我们更不应该忽视这一研究视角。幸运的是，近年来国内社
会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少数学者不仅开始译介和综述国际前沿的社会科学视角的族群政
治文献，而且开始在该领域贡献高质量的、原创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③

这篇论文的主要目标是对迄今为止族群政治和族群冲突的前沿研究进行扼要综述与评析，希
望通过梳理其中的研究议题、主要理论以及作为解决族群冲突机制的制度研究，向国内学界介绍一
个领域的进展。特别是，这篇论文力图能够打通比较政治学视角的族群政治研究跟国内学界居于
主导地位的民族学研究，促进两个领域的对话和互动，并基于族群政治视角对中国的“一带一路”
倡议和国内族群政策提出新的战略思考。

一、族群政治研究的主要议题
目前为止，该领域的研究议题大体上都跟族群政治和族群冲突这两个基本概念有关。族群政

治有两个不同层次的含义：第一是指以族群的视角来理解政治，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也可以以阶
级的视角、宗教的视角、理性选择的视角等来理解政治；第二是指不同族群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特
别是不同族群之间究竟是合作还是冲突的关系。学术界如今讨论的族群政治，既是指第一种视角
的族群政治，也是指第二种视角的族群政治。但就目前主流文献来看，第二种视角应该是主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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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外社会科学视角的族群政治文献综述，参见马戎：《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第５—１５页；国内学界关于族群政治的原创性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参见唐世平牵头完成的一系列论文，比如：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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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般认为，合作还是冲突是理解族群政治的关键维度。图１展示了国内政治生活中任意两个或
几个族群之间可能的融合或冲突关系的谱系。不同族群之间既可能是族群融合或族群合作的关
系，又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的族群竞争关系，还可能是族群冲突关系。族群冲突的最极端形式则是族
群战争———国内族群战争就是族群内战。

图１：族群关系的图谱：融合还是冲突？

莫妮卡·托夫特（Ｍｏｎｉｃａ Ｄｕｆｆｙ Ｔｏｆｔ）２００３年的一项研究认为，现在几乎三分之二的武装冲突都
包含了族群因素。她认为：“族群冲突爆发的可能要比争夺政府控制权的冲突爆发的可能性高出２
倍，要比国家间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高出４倍。族群冲突是武装冲突的最主要形式，而且在短期中或
在长期中看起来都不会减少。全球范围内族群冲突的数量与强度直接或间接地威胁到数百万人的
生命。只是从二战之后至今，就有数百万人———既包括参与作战的人，又包括完全无力反抗的平
民———仅仅因为身为特定族群集团的一员而死于非命。”①克里斯蒂·埃克（Ｋｒｉｓｔｉｎｅ Ｅｃｋ）２００９年
的研究试图回答一个关键问题：跟其他形式的冲突相比，因族群政治动员而导致的冲突是否更容易
导致严重的暴力？借助１９４６—２００４年间的全球国内冲突数据，这位学者发现，因族群动员引发的
武装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可能性要高出９２％。② 由此可见，因族群政治原因导致的战争风险，要远远
高于非族群政治的原因。安德烈亚斯·威默（Ａｎｄｒｅａｓ Ｗｉｍｍｅｒ）及其合作者２００９年的论文则提供
了关于族群冲突的一组基本数据。在二战后５０年间，全球范围内共爆发２１５次较大规模的政治冲
突，其中１１０次是跟族群因素有关的，说明族群冲突占所有较大规模政治冲突的比重超过５０％。
在所有非分离主义的政治冲突中，约三分之一是族群冲突；在所有分离主义的政治冲突中，９５％都
是族群冲突（见表１）。③

表１ 二战之后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冲突与族群冲突
族群冲突数量 非族群冲突数量 冲突数量合计

分离主义 ５７ ３ ６０
非分离主义 ５３ １０２ １５５
合计 １１０ １０５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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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文献和数据，不仅说明了族群政治的重要性，而且论证了族群冲突已经成为全球范围
内国内暴力冲突、乃至战争的主要形式。既然族群冲突是族群关系最为激烈的呈现形式，加上族群
冲突导致的巨大灾难，很多学者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族群冲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有学者主张，
族群冲突吸引了学术界的过多注意力，族群政治的另一端———族群融合与族群合作———其实同样
重要。近年来，学术界也有人开始关注对这个“积极的”、“正面的”问题的研究。比如，有人出版论
文集来专门讨论美国与印度两个大国的族群政治，特别两国不同的族群政治关系及其背后的原因。
显而易见，与印度相比，同为多族群国家的美国在族群政治方面拥有更多的成功经验。那么，导致
两国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美国在族群政治上能够做得更成功呢？① 这些研究其实同样
重要。

除此以外，国际前沿的族群政治研究目前还关注两个重要议题。一个议题是族群政治与国家
构建（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关系。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家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查尔
斯·蒂利、西达·斯考切波、迈克尔·曼、乔尔·米格代尔和弗朗西斯·福山等学者出版了与此有
关的大量专著和论文，贡献了丰富的理论成果。② 国家构建和国家能力（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已经成为理
解政治发展的重要概念。特别是，对发展中世界的多族群、多宗教、多语言的新兴国家来说，现代国
家构建的难度往往很大。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族群、宗教多样性程度很高，不同族群、宗教群体
之间的政治分歧很大，族群冲突频发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加上许多这样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较低、拥有统一国家的历史记忆短暂等原因，它们在完成现代国家构建、塑造有效国家能力上困
难重重。这样的社会也更难塑造有效的国家认同或身份认同。从这个逻辑看，高度的族群宗教分
化和潜在的族群宗教冲突往往不利于现代国家构建。反过来说，如果这些社会的国家构建比较成
功，国家能力较强，族群宗教政治分歧与族群宗教冲突就更容易得到控制。现有研究文献认为，
成功实现现代国家构建、国家认同程度较高、国家能力较强的社会，族群政治的冲突程度与暴力程
度往往更低。综合来看，族群多样性、族群冲突与现代国家构建、国家能力之间的相关性非常
显著。③

出乎意料的是，如今不仅发展中国家存在族群宗教政治问题，发达的工业民主国家也存在类
似问题。在２００４年出版的《我们是谁？》一书中，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盎格鲁新教文化是美国政
治和美国认同的核心。如果放弃或弱化盎格鲁新教文化，美国政治就会削弱，美国甚至容易瓦解。
这一观点已经带有明显的族群宗教政治视角。实际上，他已经把“文明冲突论”引入到对美国国内
政治的分析中。④ 如果以这种眼光来考察美国政治，唐纳德·特朗普的成功是因为他放下自由主
义、道德主义语境下的政治正确，而把族群政治、宗教政治议题引入了总统大选中，并以此成功地动
员了大量的白人族裔基督徒选民。如今，白人族裔的保守派选民担心随着白人族裔人口比重的降
低，美国将失去原有的政治特性。今天欧洲在这一方面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两个问题：一是内政上的
族群宗教政治问题，特别是欧洲穆斯林人口已经上升至６％的比重，引发了很多白人族裔保守派选
民的担忧；二是外交上的移民政治问题。两者的结合，产生了欧洲人口和政治是否会加速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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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伊斯兰化的担忧。① 这其实也是欧洲内部跟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有关的族群宗教问题。所以，
即便在今天的欧美国家，族群宗教政治与国家认同、政治认同之间的张力也已经浮出水面。

另一个议题是族群政治与民主转型的关系。就族群政治对民主化的影响而言，一个国家的族
群宗教结构很可能构成民主化的约束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的族群分化程度比较高，民主转型面临
的政治挑战往往比较大。现有研究认为，族群分化指数与民主转型、民主巩固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
性。简而言之，单一族群宗教的社会更容易实现顺畅的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族群宗教分化严重
的社会更难实现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就个案而言，与东南亚、南亚很多国家的民主转型相比，韩
国民主转型的压力相对较小，跟该国族群结构比较单一有关。当然，究竟何种具体的族群宗教分
化结构不利于或有利于民主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图２：民主程度高低与族群冲突的倒Ｕ曲线②

反过来，民主转型对族群政治或族群冲突亦会产生重要影响。图２代表了一项典型的研究，表
示的是民主化程度高低和族群冲突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倒Ｕ曲线”的关系。③ 研究发现，对一个多
族群国家来说，威权政体或民主程度很低的条件下不太容易产生族群冲突，因为一个稳固的威权政
体起到了抑制族群冲突的作用。然而，随着民主程度的提高，族群冲突的水平就会升高。其中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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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机制是：一方面，民主竞争可能引发更强的族群动员，族群动员更容易激发族群冲突；另一方面，
原先的威权体制瓦解之后或新兴民主政体形塑之初，国家控制族群冲突的统治能力比较低。特别
是，如果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多族群社会，不同族群宗教群体之间的历史仇怨关系复杂，加上
国内经济资源争夺等因素，民主政体下的政治竞争与政治动员很可能诱发不同族群宗教群体之间
爆发冲突，甚至是严重的暴力冲突。① 但是，随着民主化程度的继续提高，族群冲突又会呈现下降
的趋势，这是因为成熟、稳定的民主政体已经成为和平解决族群分歧的有效机制。这方面最强有力
的例子是，在多族群的成熟民主国家，民主往往是跟不同族群宗教集团之间合作与融合关系有关
的。按照这种逻辑，对一个多族群的社会———甚至是一个原本呈现冲突状态的多族群社会，民主长
期中应该能通过和平机制来解决族群冲突。②

图３：民主程度、转型时间与爆发内战的相对风险③

族群冲突的一个极端后果就是演变为内战。现有的经验研究表明，相当多的内战都是跟族
群宗教冲突有关的。一项２００１年发表在《美国政治学评论》的研究考察了三个关键变量之间的关
系，分别是：爆发内战的相对风险、民主程度和最近一次政体变革的时间长度（见图３）。他们的一
个研究发现是，一个国家爆发内战的风险，跟最近一次政体变革的时间长度成反比。这意味着，刚
刚启动政体变革时，一个国家更有可能爆发内战。但随着最近一次政变变革时间长度的延长，爆发
内战的可能性迅速降低。另一个研究发现是，爆发内战的相对风险，跟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呈现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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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型的关系。这跟上文介绍的研究发现是相似的。总体而言，对一个多族群国家来说，刚刚启动政
体变革或民主转型，且民主程度比较低时，爆发内战的风险相对较高；而启动政体变革或民主转型
时间较久，且民主程度较高时，爆发内战的风险相对较低。①

二、理论路径和解释变量的分野
既然族群冲突是族群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那么，究竟何种原因导致族群冲突呢？现有研究文

献展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路径。第一种理论路径关注的是族群冲突成因的源头与基本机制，包括
三种主要理论：原生论（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ｉｓｍ）、工具论（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和建构论（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这三种
理论从不同的观察视角入手，提出了各具解释力的理论，但同时各有不足。②

原生论的解释几乎把族群冲突视为多族群社会的天然特性。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有可能导致冲
突，冲突几乎就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基于自然条件的原因，当不同群体自然差异较大时，互相之
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种理论认为，多族群社会在避免族群冲突方面本身就有难度。③
当然，这种理论的不足是难以解释，为什么同为多族群社会，有的会爆发严重的族群冲突，有的则相
对比较和平。类似的问题是，为什么同一个多族群社会，有的历史阶段爆发了严重的族群冲突，有
的历史阶段则相对稳定。

工具论的解释把族性（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族群动员、族群认同和族群冲突视为达成其他政治目标的工
具。比如，在一个多族群社会民主化的过程中，族群身份和族群认同很可能被政治精英视为进行政
治动员的社会基础。不止一项研究认为，政治精英利用族群政治来进行政治动员，是导致“从投票
到暴力”的主要政治机制。④ 这样，族群政治就被视为达成其他政治目标的工具。如果这种理论路
径是正确的，那么消除把族群动员作为政治工具的机制是解决族群冲突的关键。这样的理论路径
同样容易遭到批评———比如，同样是多族群社会，同样有政治利益的驱动，为什么有的社会更容易
走向族群冲突，有的社会则没有？

建构论的解释基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论贡献，即认为民族不过是一个
“想象的共同体”。⑤ 借鉴这种理论，族群也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族群身份与族群认同都是政
治想象的产物，或者是人为建构出来的。由此推断，族群冲突也具有人为建构的性质。⑥ 因此，消
解有利于族群冲突的心理建构才是关键问题，或者说一个国家应该积极形塑一种有利于族群融合
与族群合作的政治认同与心理建构。以美国建国史为例，美国就是一个成功地用公民身份置换族
群身份，从而建构起新的政治认同的成功案例。当然，这种理论路径容易遭到批评的地方在于，它
可能忽视多族群社会的社会条件、政治背景、历史因素的重要性，而只是片面强调族群关系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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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视角。
第二种路径关注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释变量，即到底是何种变量更容易导致族群冲突。族

群结构往往被视为一个关键变量，这里既涉及到族群集团之间的物理空间结构，又涉及到族群集团
历史上的政治关系。现有研究认为，一个社会族群分裂程度的高低，亦即族群分化指数，容易影响
族群冲突的可能性。一个主流观点主张，中等程度的族群分化指数更容易导致族群冲突。相反的
两种情况是，族群分化指数很低往往意味着单一族群主导，更不容易引发族群冲突；族群分化指数
很高时，每个族群都被广大的总体人口稀释了，族群身份和族群认同反而弱化了，同样不容易引发
族群冲突。在所有中等程度的族群分化结构中，少数几个大型族群共存的结构，看起来更有可能引
发族群冲突，比如２—３个大型族群集团共存的族群结构。从逻辑上说，这里的少数几个大型族群
集团都想控制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力，此时的政治竞争往往会非常激烈，不同族群集团之间的关系更
容易被视为政治上的零和博弈。①

现有研究文献还认为，除了族群分化指数，不同族群集团的聚居结构或混居结构、较平等的关
系或较不平等的关系、历史上的合作模式或冲突模式等，都会影响到今天的族群政治或族群冲突爆
发的可能性。比如，尼尔斯·Ｂ·魏德曼（Ｎｉｌｓ Ｂ． Ｗｅｉｄｍａｎｎ）的研究认为，地理上以聚居模式分布的
族群集团更有可能卷入族群暴力，主要原因是聚居模式更有利于族群动员机制，因为此类族群集团
更容易进行集体行动协调，族群身份也更具有可识别性。② 再比如，玛丽·Ｌ·比塞科恩（Ｍａｒｉｅ
Ｌ． Ｂｅｓａｎｏｎ）的研究认为，经济不平等更容易让族群政治走向暴力冲突，因为怨恨心理为处于不利
地位的族群集团卷入族群冲突提供了动力机制。③

由仇恨和恐惧共同主导的安全困境也被视为解释族群冲突的一个关键变量。过去，安全困境
通常用于解释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升级。但是，如今这一理论视角也被用于解释一国国内族群冲突
的升级。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多族群社可能会出现不同族群集团———特别是少数主要族群
集团———之间的激烈竞争与互相猜忌。如果没有外来力量控制这种竞争，或者国家无法以和平的
规则来处置这种竞争，他们之间的竞争就有可能升级，最后甚至引发全面的、暴力化的政治冲突。
按照简单的博弈分析，我们会发现，不同的主要族群集团可能都会陷于某种难以自拔的安全困境之
中。每一个主要族群集团在这一过程中所做的政治选择都是理性的，但结果却演变为双方或几方
都难以控制的剧烈冲突，甚至是内战。④

安全困境还与族群集团之间的群体竞争逻辑有关。本·艾菲特（Ｂｅｎｎ Ｅｉｆｅｒｔ）等人的研究指
出，政治竞争加剧会强化非洲不同国家各个族群集团内部的族群认同。⑤ 埃文·Ｓ·利伯曼（Ｅｖａｎ
Ｓ．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和普莉娜·辛格（Ｐｒｅｒｎａ Ｓｉｎｇｈ）的研究强调了国家构建的方式与族群冲突之间的相关
性，特别是当国家构建及其制度安排更多导向族群间政治竞争时，就更有可能导致族群内战。⑥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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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明，政治竞争与族群政治的强度、族群冲突的可能性呈正相关。
在所有的族群竞争中，有一种特殊的族群竞争更容易引发族群冲突、甚至是内战，那就是对石

油资源、贵重金属资源的争夺。有的研究认为，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间武装冲突或内战，往往跟重
大资源的发现以及不同集团对这种资源的争夺有关。原因是重大资源的发现既提高了族群竞争的
“赌注”，又为控制重大资源的族群集团提供了进行反叛或冲突的充足资源，比如他们容易用石油
或贵重金属换取武器。① 唐世平、熊易寒与李辉等人的合作研究指出，如果在少数族群地区发现丰
裕的石油资源，那么就更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武装冲突或内战。其中的逻辑在于，在一个国家构建不
充分、国家认同较低的社会中，少数族群集团容易将本地区发现的重大资源视为本族群的财产，而
更大规模的主导族群所控制的中央政府往往容易将这种重大资源用于全国性的政治目标，甚或用
于主导族群所在地区的发展和建设。这样，就更容易引发少数族群集团与主导族群集团或中央政
府之间的政治冲突。②

正如上文已经讨论过的，有学者还把民主或民主化视为多族群国家族群冲突的重要解释变量。
著名政治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研究认为，民主更容易导致族群清洗。其中的核心机制是，民主在
多族群社会有可能导向“主导族群的多数暴政”，所以可能引发族群清洗。当然，曼的这项研究充
满了争议，包括本文作者曾专门撰文检讨这项研究的缺陷，核心问题是这位学者列举的族群清洗案
例基本上都是在非民主政体下发生的。③ 另一种主要逻辑是，随着民主程度的提高，族群冲突的水
平就会升高，主要机制是民主竞争导致族群动员，政治动员可能激发族群冲突；当然，随着民主化程
度的继续提高，族群冲突又会呈现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是成熟、稳定的民主政体已经成为和平解
决族群分歧的有效机制。这一点上文已有讨论，不再赘述。

上面对于安全困境、群体竞争和民主动员引发族群冲突的逻辑，其实还涉及到另一个关键问
题，即该多族群社会的国家能力高低。不少学者认为，国家能力的强弱是理解在安全困境、群体竞
争、民主动员条件下是否爆发族群冲突的关键变量。如果国家能力比较强，中央政府拥有较高的政
府效能，不同族群集团之间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就比较低；反之，如果国家能力比较弱，中央政府
只拥有较低的政府效能，不同族群集团在各种因素驱动下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就比较高。由此，
这里还可以进一步推断，国家构建的方式会影响族群关系是否会高度政治化。④

最后一个主要的理论解释是“文明冲突论”的视角。塞缪尔·亨廷顿１９９３年的一篇著名论文
认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可能将主要由文明冲突所支配。⑤ 亨廷顿用不同宗教来界定不同的
文明类型，但实际上不同的族群身份显然也是区分不同文明的重要因素。亨廷顿的早期论文关注
的是国际政治视角下不同国家间的文明冲突，但文明冲突不仅存在于国际政治体系之中，也存在于
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体系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说，不仅存在着国际层次的文明冲突，而且也存在国
内层次的文明冲突。实际上，上文提到的亨廷顿２００４年关于美国国内政治的著作《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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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下面这篇论文讨论了资源对族群武装冲突的激发效应，参见Ｖｉｃｔｏｒ Ａｓａｌ，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ｉｎｄｌｅｙ，Ｊａｍｅｓ Ａ． Ｐｉａｚｚａ，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Ｉｇｏｅ Ｗａｌ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ｉｌ，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 ６０，ｎｏ． ８，２０１６，ｐｐ． １３４３ － １３６７．

熊易寒、唐世平：《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第８３—１０３页；Ｈｕｉ Ｌｉ（李辉）
ａｎｄ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唐世平），“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ｔｈｎ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ｎｓｅｔ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２，Ｍａｒ． ２０１７，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美〕迈克尔·曼著，严春松译：《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本文作者对该书的批评，参见包刚升：《民主的阴暗面？》，载
《读书》，２０１５年第８期，第５２—６１页。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Ｗｉｍｍｅｒ，“Ｗｈｏ Ｏｗ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ｖｏｌ． ３，
ｎｏ． ４，Ｄｅｃ． １９９７，ｐｐ． ６３１ － ６６６．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是１９９３年，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新华出
版社，２０１０年。



讨论的就是国内层次的族群与宗教分化问题。就地区而言，不少非洲国家、亚洲国家都存在着两个
以上的宗教集团，它们的宗教身份还跟族群身份交织在一起；欧洲内部的很多国家如今都面临着国
内穆斯林人口数量剧增的趋势，这部分地引发了白人族裔基督徒群体的政治恐慌。这些政治现象
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来解释。

三、政治制度与族群冲突的解决机制
对全球范围内的多族群国家来说，族群政治与族群冲突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那么，

究竟应该如何缓解、控制或消除一个多族群国家的族群冲突呢？从不同理论视角看，社会条件论与
政治精英论的观点也非常重要，但问题在于，一个多族群国家的社会条件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改
变，而政治精英的选择和互动模式则较难预测。① 所以，目前关于如何减少族群冲突的研究，更多
关注一个多族群国家的政治制度因素。从逻辑上说，政治参与者都是理性人，而政治制度是一种规
制政治行为者的激励结构，能够鼓励或约束特定的政治行为。这样的理论路径把塑造合理的宪法
设计或政治制度模式视为避免与控制族群冲突的主要方法。

首先需要探讨的是政体因素对族群政治与族群冲突的影响。同样是多族群国家，威权政体和
民主政体下的族群政治或族群冲突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威权政体的族群政治通常是一种族群不
平等结构———尽管也有少数例外，因为威权政体本身就意味着某个政治集团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
居于主导地位，而这种政治集团通常跟特定的族群集团有关。在这种条件下，威权政体对潜在的族
群冲突具有两种效应。一方面，族群集团之间的政治不平等可能成为诱发族群冲突的动力；另一方
面，威权政体的政治压制有可能会影响族群政治的演进方式，或者说能够控制族群冲突爆发的可能
性。经验证据是，在为数不少的多族群国家，稳定的威权政体往往对应着较为稳定的族群政治关
系，启动民主转型反而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族群冲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威权政体一定会拥有稳定的族群政治与族群关系。在这一结构中，威权政
体的稳定性和统治能力是关键变量，而一旦威权政体的稳定性和统治能力下降，就可能引发十分激
烈的族群冲突。上文讨论的文献也表明，很多大规模的族群冲突都发生在威权政体衰落之际或民
主转型启动的时刻。所以，如果一个国家是多族群的威权政体，它就要非常小心处理族群政治关
系。如果威权政体始终有可能遭遇合法性困境的挑战，或难以避免统治能力弱化的危机，那么对这
样的国家来说，政治家在统治能力较强时如何未雨绸缪，防止日后发生大规模的族群冲突，就是重
要的政治问题。对政治家来说，这既需要高瞻远瞩的判断力，又需要勇于担当的责任感。

如果是民主政体，族群结构从法理上说更趋向于平等化。民主政体至少意味着形式上的族群
平等结构。但是，民主政体条件下，族群集团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政治竞争关系。此种条件下，族群
关系的稳定性与族群冲突的受控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国家能否控制族群竞争的强度。尽
管民主政治通常都意味着政治竞争，但族群间的政治竞争强度不是越高越好。族群间的高度竞争
容易导致暴力化程度很高的族群冲突。对一个民主政体而言，能否控制族群集团间的竞争强度，能
否塑造族群冲突的和平解决机制，能否强化民主政体下的国家能力与治理效能，都是关键问题。

就控制族群冲突的政治制度模式而言，学术界一直有两种主要民主模式的争论。一种是共识
民主模式的理论，其核心强调的是不同族群在民主政体下的权力分享机制，强调少数族群拥有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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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比较政治研究中三种理论路径的比较，可参见拙文：包刚升：《解释民主转型的三大理论路径》，载《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２０１６年第３０期，第４３—６８页。



权和否决权。① 另一种则是政治整合（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民主模式的理论，其核心是强调政治整
合，认为首先要强调国家整合的机制，强调国家构建和国家认同，强化中央权力，在选举制度上通过
实行多数决定制或偏好型投票制，来鼓励寻求中间温和立场的政治家与政党。② 实际上，这两种民
主模式各有优劣。共识民主模式鼓励给予不同族群集团以更高的自治程度，但国家的政治整合力
量可能比较弱；政治整合理论寻求的是更强的国家整合力量，但族群自治程度比较低。从经验上
看，似乎并没有什么一定能有效控制族群冲突的完美制度模式。所以，这两种理论一直互相竞争，
彼此争论不休。

本文作者过去的一项研究更支持政治整合理论，这项研究的案例部分涉及的是非洲人口大国
尼日利亚。从该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历史来看，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导致了民主政体的不稳
定和激烈的族群冲突，直至内战的爆发。此后，该国主要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调整大区联邦制，强化
中央政府权力。具体做法是，尼日利亚逐步从四个大区改革为１２个州，再划分为１９个州，直到最
后调整为３６个州。这样一来，尼日利亚过去的大区被瓦解了，数量众多的州不再有实力挑战中央，
尼日利亚中央政府权力就得到了加强。到了１９９９年的尼日利亚第四共和国，总统选举实行两轮绝
对多数制，而总统首轮当选的条件是至少获得三分之二州的２５％选票。这是一个非常强调政治整
合的选举条款，鼓励候选人寻求全国性的广泛政治支持，鼓励政治家和政党主动建立跨族群、跨宗
教、跨地区的政治联盟。同时，该国法律还规定禁止族群、宗教与地区政党。如今，尼日利亚尽管还
无法完全避免族群冲突，但基本上维系了最低限度的民主体制和实现了族群关系的相对稳定。③
就尼日利亚的案例而言，政治整合模式要比权力分享模式更能抑制族群冲突。这一案例的另一条
经验是，一个多族群社会的宪法设计与制度安排要为政治精英提供有效的跨族群、跨宗教、跨地区
的政治激励，这样更有利于塑造稳定有效的民主政体。④

本文作者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系统地评估了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治理绩效之间的
关系。研究的一个初步发现是，单一制与联邦制相比总体上具有更好的治理绩效。这一发现跟共
识民主理论或利普哈特的研究结论正好相反，而跟政治整合理论相一致。但是，对于族群分化程度
不同的国家，单一制与联邦制所对应的治理绩效是有差异的。对族群分化程度比较低的国家来说，
单一制与更优良的治理绩效———包括政府效能、法治、控制腐败、政治稳定与控制暴力四项指
标———相关性显著。对族群分化指数比较高的国家来说，联邦制在四项治理指标中有三项明显优
于单一制，但联邦制的政治稳定和控制暴力指标却出乎意料的低。这意味着，无论对于族群分裂程
度较低的国家还是较高的国家，联邦制往往跟更低的政治稳定性和更高的政治暴力联系在一起。
换言之，对多族群国家来说，联邦制不会带来更优良的政治稳定性，而是容易导致更高程度的族群
政治暴力。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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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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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阿伦·利普哈特自１９６８年以来就不断地发表相关的论文与专著，阐述协和型民主或共识民主模式的优点，其后期代表作参见
Ａｒｅｎｄ Ｌｉｊｐｈａｒ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ｉｒｔｙＳｉｘ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可参见两项研究：Ｄｏｎａｌｄ Ｌ．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 Ａｎｄｒｅｗ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ｅｄ．），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ｐ． １９ － ２５；Ｊｏｅｌ
Ｓｅｌｗａｙ ａｎｄ Ｋｈａｒｉｓ Ｔｅｍｐｌｅｍａｎ，“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１２，２０１２，ｐｐ． １５４２—１５７１．

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３００—３０７页。
包刚升：《民主转型中的宪法工程学：一个理论框架》，载《开放时代》，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１１—１２８页。
这是作者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参见包刚升：《宪法工程学：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治理绩效》，待出版书稿，第７章。



四、族群政治的启示与中国的战略思考
除了学术价值，族群政治研究还跟中国政治今天和未来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有关。实际上，今

天的族群政治既关系到中国的外交，又关系到中国的内政。与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路径
相比，比较政治或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更聚焦于不同族群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特别是族群融合与
族群冲突的分野，族群冲突的成因和化解机制，等等。现有研究文献已经揭示了一个多族群国家的
族群关系模式———特别是合作还是冲突的差异———会对该国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如何
缓解、控制或消除族群冲突是这类国家的首要政治问题。那么，比较政治视角的族群政治研究对当
今中国的重大问题具有何种启示呢？

从外交战略来看，族群政治研究的主要启示是，中国在寻求大国崛起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时，需要以族群政治视角来理解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政治风险。按照目前公布的数十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名单，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多族群、多宗教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要想顺利实施、取得实效，不仅取决于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互为有利的经
贸合作关系，而且还取决于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能否维持稳定。但从现有评估来看，很多“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都是族群宗教分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同时也是爆发族群宗教冲突风险较高的国家。①
所有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风险。这也是中国外交与国际经贸
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需要评估的是，这种可能的风险究竟有多大以及能否采取有效对策来
化解风险？② 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未来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问题。

此外，从中国新疆一路向西，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穆斯林人口主导的国家。从族
群宗教政治的视角来看，互相邻近的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宗教信仰相同的群体有可能形成一种政治
上比较密切的关系。若“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得到实质性推进，中国固然能够加强在这一地区
的经济与政治影响，但反过来说，随着该地区交通通讯技术的改善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政治动员程
度可能会明显提高，特定族群宗教群体的集体行动能力会得到强化，这一幅员广大地区的族群宗
教力量也可能会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族群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这种可能的政治风险，中国应
该给予正确的评估，以防止出现始料未及的政治局面。

从国内政治层面来看，族群政治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启示是，我们需要借鉴族群政治的视角来理
解中国边疆地区的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等问题。从地理版图上看，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尽管人口不
多，但地域广大。比如，仅仅新疆一个省级行政区就占有中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左右，那里有着
数量众多的族群宗教群体。不仅如此，中国西部边疆地区资源丰富，煤炭石油等能源的探明储量
均居全国前列。立足于全球经验的族群政治研究，或许能为我们思考中国边疆地区的族群关系提
供新思路、新视角与新政策。

从更广阔的时空视角来看，族群政治与族群关系实际上还关系到一个现代国家从政治上应该
如何构建的问题。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来理解中国推进现代国家构建所应遵循的政治原则呢？或
者说，我们应该以何种政治原则来构建２１世纪的中国现代国家呢？在这种现代国家构建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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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学者估算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族群分化或族群分裂（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指数，参见Ａｌｂｅｒｔｏ Ａｌｅｓｉｎａ，Ａｒｎａｕｄ Ｄｅｖｌｅｅｓｃｈａｕｗ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Ｓｅｒｇｉｏ Ｋｕｒｌａｔ，ａｎｄ Ｒｏｍａｉｎ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ｖｏｌ． ８，ｎｏ． ２，Ｊｕｎ． ２００３，
ｐｐ． １５５ － １９４；美国和平基金会评估了世界主要国家的脆弱国家指数（ｆｒａｇｉｌ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参见该机构的年度研究报告，载ｈｔｔｐ：／ ／ ｆｓｉ．
ｆｕｎｄｆｏｒｐｅａｃｅ． ｏｒｇ ／。从这两个关键数据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相当比例要么是族群分化指数较高的国家，要么是脆弱国家指数较
高的国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周平：《“一带一路”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及其管控》，载《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８３—８６页。



内，不同的族群宗教群体分别应该居于何种政治地位呢？这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也是我们仍然
需要不断反思的问题。实际上，如何塑造新的族群政治关系，关系到我们未来应该塑造何种新的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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